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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旅游被普遍视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手段。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喷气民航客机的出现，使得跨越国界、大洋的旅行十分便利，出现了大规模游客流动的旅游现象。随着这种“大众旅游”的出现，世界旅游发展进入了“现代时期”。伴随着旅游的迅猛发展，旅游对接待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的影响也日益突出。
第一节  旅游社会影响研究概述

一、旅游影响研究的脉络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旅游影响研究在欧洲和北美兴起，并且成为旅游研究中一个范围广阔且意味深远的重要研究领域。Williams将旅游的影响分为三类：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他的这种分类一直沿续至今。

不过历史地看，人们对旅游三方面的影响研究并不是并驾齐驱的，Pizam指出早期对旅游影响的研究着重于旅游的经济影响。
在这个时期，学者主要是研究旅游带给目的地的经济效应，如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和政府税收等。尤其指出了旅游所具有的乘数效应。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乘数效应提出质疑，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旅游影响研究关注的是旅游的正面经济影响。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旅游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旅游的发展，其对接待地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人口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商品化、价值观的退化等问题的出现，使得一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环境学家，对旅游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问题开始研究，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学者的研究重点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旅游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开始系统地、更公正地研究旅游现象。以旅游的社会影响为例，Greenwood在重新审视他先前对巴斯克人地区（Basque）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变化的研究之后，认为这些变化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史密斯在她主编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1989）再版时，要求所有作者重新审视第一版（1977）中的论文，从而以一种更加公正的角度来对待旅游的影响问题。她自己则明确地在序言中指出：“旅游并非是许多社会文化改变的主要因素。”而Schluter 和Var在1988年研究阿根廷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后指出，尽管当地居民对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没有很强烈的感知，但是他们认为旅游带来了许多正面的社会文化影响。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研究的历史脉络：20世纪60年代的旅游影响研究着眼于旅游的正面效应，70年代则关注其负面效应，而到了80年代就开始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系统地看待旅游的影响。

二、旅游社会影响的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有些学者认为旅游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是不同的，应该分别进行研究。如莫菲在1985年指出社会影响包括：“对社区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更直接的影响和对目的地的经济和产业的调整……而文化影响则是对社会准则和标准的更长期的改变，这种改变会逐渐地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关系上和人造物品上。”

然而，更多的其他学者则认为旅游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不应割裂开来，而应结合起来，合二为一成为社会文化影响。正如Mathieson 和 Wall所指出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之间没有十分清晰的界限”。
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旅游社会影响是指广义上的社会影响，其中包括了文化影响。本文亦是从广义上来分析、探讨旅游景区开发的社会影响。

Figuerola将旅游的社会影响分为六大类别，它们分别是：对人口结构的影响，职业形式和类别的变化，价值观的改变，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形式的变化以及带给旅游者的益处。
 Pizam 和Milman也对旅游的社会影响做出了类似的分类：人口（人口的数量、年龄及结构方面的变化），职业（职业的变化和职业的分布状况），文化（传统、宗教、语言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社会准则的改变（价值观、道德、性别角色等），消费形式的变化（基础设施，消费商品）以及环境影响（污染、交通堵塞）。

对于Figuerola分类中的旅游对旅游者及客源地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如McIntosh, Goeldner and Ritchie指出旅游带给旅游者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身心愉悦等社会影响，
但大多数关于旅游社会影响的文献都仅仅分析旅游带给目的地居民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旅游带给目的地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对客源地的影响。因此，针对旅游社会影响的三个方面——对旅游者（客人）的影响、对目的地居民（主人）的影响和对主—客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后两个方面，而对旅游带给旅游者及客源地的社会影响不作探讨。

三、旅游社会影响研究的目标

在实际生活中，旅游对一些目的地社会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导致这些地区的居民对旅游持有消极的态度，严重的甚至发展到对抗的程度。例如，1989年，在南澳大利亚州发生了当地人对旅游的抵制运动。作为抗议，1994年4月，最高全国土著人组织以撤出欲投资当地旅游业的西派克银行10亿澳元投资相威胁。如果继续忽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势必使这些地区旅游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了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旨在使旅游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开发商对此有深刻认识，在发展旅游之前，制定旅游发展规划之时，将旅游的社会影响考虑进去。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的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影响，使游客与当地居民的磨擦最小、旅游活动得以健康顺利地进行，并使旅游的发展为目的地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正面的社会效益，从而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旅游景区开发的社会影响

一、目的地的人口结构与职业

（一）目的地人口结构

旅游业的发展通常都会影响到目的地的人口数量，使当地人口数量保持稳定甚至是增长。因为旅游所带来的新的工作机会一方面将延缓本地人口的外流，另一方面将吸引外来人口的加盟。据WTO统计，当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 000美元时，旅游业就会兴旺发达起来，国人就会产生旅游动机，全国范围内就会形成旅游市场，而这个市场的形成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刺激了旅游市场的发展。旅游业里每增加1个直接从业人数，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加到3～5个。

此外，旅游的发展还会影响到人口的结构。Pearce发现，一些旅游目的地的年龄金字塔发生了变化。
 而Peck 和Lepie研究发现旅游对家庭的结构产生了影响，使得过去几世同堂的大家庭“瘦身”为现在的仅由父母、孩子构成的小家庭。
 

（二）职业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旅游业视为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之一。旅游业中的就业岗位层次多，特别是许多工作并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从而为广大家庭妇女和尚无技术专长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然而，由于这种工作往往无需很高的技术，地位也往往不高，薪水偏低。那些待遇优厚的管理和技术工作则通常由外国专家承担。据专家统计，在北美、西欧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旅游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比国民平均工资低5%～35%。

旅游活动具有季节性的特点，因此，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也具有季节性、兼职以及临时性的特点。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的旅游从业人员中有57%的员工是做兼职或临时工。此外，在这些兼职员工中有70%是妇女，而在全职员工中女性只占到了40%。因此，旅游还被批评为“妇女的集中营”。

旅游业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当地的就业格局，尤其是当地的农业从业人员会大幅减少。因为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作会取得更高的收益，因而更具有吸引力。

二、对目的地文化和遗产的影响

（一）积极的影响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正是促使人们前往他国旅游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旅游者都对其他民族的文化表现形式很感兴趣。文化表现形式包括：美术、音乐和舞蹈、手工艺制作、饮食、文学与语言、宗教等。

旅游在保护、挖掘当地艺术表现形式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过去不被当地人重视的艺术表现形式，由于得到旅游者的认可而发扬光大。旅游者对当地文化的欣赏和认可，为当地的艺术家、工艺制作师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老艺术家能够招收到年轻学徒，将手艺传授给新一代，从而加强了对当地遗产和古老文化传统的保护。

以印度尼西亚巴厘群岛为例。自二战以来，该岛的国际到访游客迅速上升：1969年接待了仅40 000名游客，到了1994年则接待了1 049 000名游客，25年间增长了25.23倍。而伴随着巴厘岛发展迅猛的旅游业，则是巴厘岛的传统文化的繁荣。加麦兰（gamelan）民族管弦乐、黎弓舞（legong）以及木雕等传统文化因旅游者的到来而得到新生。

旅游还被认为对历史建筑物及遗址的保护或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一些大型的修复项目，如泰国的古都大城府（ayudhya）的修复、防止威尼斯市下沉的补救行动等。

（二）消极的影响

1．文化的庸俗化

许多仪式和艺术品所蕴含着的大量象征性和精神性意义的文化，不是轻易能被旅游者理解的，这需要旅游者具备很浓厚的人类学知识和文化素养。由于不能理解隐含在当地文化活动中的宇宙观，旅游者只能把这些活动当做奇特的、美妙的，甚至是可笑的习俗来看待。从而人为地将当地活动变得庸俗化。当目的地的文化和风俗作为吸引游客的吸引物时，有可能会一味地满足游客的需求，从而以牺牲当地的自豪和尊严为代价，使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当地的宗教仪式成为一种非常商业化的活动。

2．文化的商品化

旅游者出于猎奇和留念的心理，往往会在旅游目的地买些纪念品。通过市场推销制成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工艺可以起到一个复苏的作用，但是有时也使得它们的本来面目难以辨认。

在旅游市场上，以现代形式包装民族文化、宗教和艺术，将其舞台艺术化、程序化，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虽然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能有效刺激游客，使之产生旅游消费的作用，但它的致命弱点就是使民族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和真实性。

当传统工艺、文化表现形式所既有的内涵变得没有赚钱重要时，当地文化就可能根据旅游市场的需要而进行任意修改，从而使文化内涵渐渐消失，直至不见。

此外，文化的商品化可能导致传统的艺术、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逐渐消失或被假民间文化（Phony folk culture）或机场艺术（airport art）所取代。

3．文化的同化

文化的同化是指文化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地的文化取代。当一个社会与另一个在经济文化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这个较弱势的社会常要被迫接受强势社会的许多文化要素，这种由于两个社会的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假借过程，称为涵化或同化（acculturation）。

经济不发达地区或国家在发展旅游时，为了适应外来旅游者的需要而要对自身采取各项改造措施，就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外来旅游者的态度和价值观。所以，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当地的文化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许多案例研究都表明，在发展旅游的不发达地区常会出现传统文化日渐衰微并逐渐发展出受外来文化强烈影响的“可口可乐文化”的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巴特勒（1980）对苏格兰的斯凯岛（Islands of Skye, Scotland）的研究、Gamper（1981）对奥地利南部的两个村庄的研究，以及Tsartas（1989）对希腊的两个岛屿所做的研究都指出，当地的语言正在被游客所使用的语言所代替。

三、社会准则的改变

受旅游者及其所带来的思想、文化冲击，以及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驱使，旅游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可能产生变化。

（一）价值观和道德的退化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然而，随着旅游的发展，一些地区的文化价值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甚至遗失，给人一种民风日下的恶劣印象。如生活在我国西双版纳的傣族本来保留有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与人交易时一贯注重坦诚无欺，公平交易。然而，在游客蜂拥而入购买傣族工艺品的刺激及外地商人经商方式的诱导下，许多傣族村寨中的年轻人开始背离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以傣族特色的销售方式将伪劣工艺品高价出售给游客，牟取暴利。这种交易方式在西双版纳的景点及沿线村寨中蔚然成风，成为傣族民族旅游的重要购物方式。于是，傣族年轻人就在旅游交易活动中不知不觉地抛弃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当地的名声，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旅游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被认为是改变目的地价值观的主要原因。

所谓示范效应就是指模仿西方的消费模式，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迎合高层次消费者的需求，使人心涣散、人心不古。McElroy 和de Albuquerque（1986）对此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Neo Colonialism）。
这是因为，一方面，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使得旅游地把优先权让给旅游，把国土、资源等让给外来的旅游投资者；另一方面，因旅游者生活方式的影响，旅游地部分人生活开始腐化，吃喝玩乐成风，形成了对旅游经济过度依赖等奇特的“新殖民主义”现象。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贫困地区，所谓的“示范效应”可能会激励当地人更加努力工作或争取更好的教育，以效仿旅游者生活的方式。

（二）犯罪、嫖娼、赌博等社会问题

旅游地的价值标准和道德产生的变化，引发了诸如卖淫、赌博、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加剧或出现。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为例，奥兰多是美国乃至全世界主题公园最集中的城市，迪斯尼世界主题公园、环球影城、海洋世界、Busch Gardens、Cypress Gardens近10个美国最著名的主题公园集中在此，交通、客源市场等条件都十分优越。但美国联邦调查局1982年的犯罪报告显示，该市的暴力犯罪率和抢劫、偷盗财物的犯罪率在统计的28个城市中均位居榜首。另一个旅游圣地夏威夷也榜上有名，其中针对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旅游者的抢劫、偷盗财物的犯罪率紧跟奥兰多之后，位居第二。

旅游的发展常常会导致一些形式的犯罪率上升。Chesney-Lind和 Lind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以及考瓦依（Kauai）地区研究了旅游与各种形式的犯罪之间的关系。
以火奴鲁鲁为例，研究表明，对旅游者总的犯罪率要比对当地居民的犯罪率高出29个百分点，同时也比美国总体犯罪率高出29个百分点。具体来说，火奴鲁鲁针对旅游者的入室盗窃、盗窃以及抢劫犯罪率相当高。以旅游者为对象实施的抢劫犯罪率比对当地居民的抢劫率高出近63个百分点，同时高出美国5个百分点。而针对旅游者的强奸犯罪率则高出当地强奸率的11%。这就说明，旅游者比当地居民更容易成为犯罪实施的对象。

此外，Fujii 和Mak连续研究了从1961年到1975年夏威夷的犯罪情况。
他们也肯定地指出：“旅游与谋杀犯罪之间有着非常重要而且明显的关系。”他们对夏威夷怀基基海滩（Waikiki）的研究同样表明旅游与斗殴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之后，Chesney-Lind、Lind 和Schaafsma在1983年通过研究也发现旅游与火奴鲁鲁地区的斗殴犯罪率有非常明显正相关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旅游与犯罪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旅游者的行为容易招致罪犯的注意和袭击。首先，旅游者携带大量的现金，还随身带有照相机、珠宝等其他财物，使其极易成为袭击的目标。其次，旅游者从事的一些活动也容易招致罪犯的袭击。人们在度假时常常会有“冒险”的行为，比如时常在深夜光顾夜总会、酒吧，去偏僻且生疏的地方旅行。正如学者Uzzell所指出的，度假体验的核心是幻想和逃避，而冒险的行为则是构成幻想和逃避的重要组成内容。
 再次，旅游者到了一个陌生环境，被新鲜的环境吸引的目不暇接，早已没有了警惕性，“双眼大睁，却看不到危险”。最后，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通常没有亲友，不能依赖亲朋好友所构成的关系网来保护自己。这样，犯罪分子在对旅游者实施犯罪时，不必害怕会引起受害人的亲朋好友的对抗甚至是报复。此外，如果旅游者的衣着、语言和行为与目的地的相冲突，就会使双方关系紧张。如果双方的冲突到了“被激怒”的程度，就会最终导致犯罪行为。

另一方面，大众旅游也是使旅游者招致犯罪袭击的原因。以夏威夷为例，当地人口不到一百万，但是每年却要接待四百万的游客，夏威夷的“旅游密度”（tourism density）位居世界第一。这种旅游密度直接导致居民与游客的冲突。此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可能会超过当地人的期望，并且会慢慢脱离当地社区的控制。失去了控制权的居民就会对旅游者有一种敌对情绪。而大众旅游的特点也进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人们在旅行社的组织下，有计划的往返旅游景点与饭店之间，几乎没有与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使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了解。

在大多数情况下，旅游者是犯罪的牺牲品，但有时他们也是犯罪的实施者。旅游者作为目的地的陌生人，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行为方式与当地人截然不同，当到别的地方访问时，旅游者在家中必须遵守的许多社会规范和约束没有了，于是他们把禁忌抛在脑后，嫖娼、吸毒、赌博甚至进行打砸抢等犯罪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度假飞地（enclaves）现象。

（三）性别角色的变化

一方面，外国游客的到来对性别角色发起了挑战：他们对两性所持的态度会影响目的地居民，使当地居民开始效仿游客而令传统的性别角色发生变化。例如在西班牙，20世纪50年代旅游者刚刚涌入的时候，在交际场合中，中年妇女陪伴未婚少女的做法还十分普遍，但是当西班牙男女看到年轻的英国游客的行为时，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旅游提供的工作机会使得妇女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从而提升了妇女在家庭以及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妇女的家庭地位和作用得到改变，使得家庭内聚力产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家庭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另外，由于旅游工作的季节性特点：在旺季旅游从业人员异常繁忙，而到了淡季，则赋闲在家无所事事，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这往往会对家庭内部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夫妻离异。

四、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发展旅游会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史密斯在1978年出版的《主人与客人：旅游人类学》一书中，曾指出当阿拉斯加渔民和猎人们宰杀猎物时，旅游者会沿着海滩走来参观。当地人非常不愿意旅游者拍摄他们的这一行动，于是就修起栅栏以防止有人拍照。为了保护隐私，因纽特人甚至租车把海豹和其他猎物运回家中屠宰。

旅游要发展，就要为游客提供住宿和其他各种生活必需品。这些设施和服务也会使当地居民从中受益，从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然而，游客也会持续不断的需要这些服务及设施。这样，一方面会造成相关物品的价格上涨，如房屋价格的上涨，而这种现象会引发目的地的紧张状况；另一方面，在旺季，游客的到来往往会使接待地的基础设施达到其承载能力的极限，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便，如交通堵塞、公共场所拥挤。在《夏威夷全州旅游影响调查》（Community Resources Inc.）中一个题为“日常生活和对游客的态度”部分中，被调查的3 900个居民中有83%的居民认为交通状况比5年前更加糟糕，71%的生活在人口聚居区的居民反映交通状况已成为生活的一大麻烦。

第三节  旅游对景区的社会影响机制

一、旅游社会影响的直接作用机制——社区居民

旅游的社会影响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图3-1给出了旅游对景区的社会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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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旅游对景区的社会影响机制

从图3-1中可以看出目的地社区居民是旅游社会影响的直接感受者，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受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到访游客的态度、对旅游开发行为的态度。旅游产品有其独有的特点，其中一点就是旅游的生产具有外部性，目的地居民行为和旅游企业的员工行为构成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因此居民的态度对于营造一个好客、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在Gearing、Swart和Var（1974年）对土耳其所进行的研究，以及Var、Beck和Loftus1977年在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进行的研究中都证明了居民对待旅游者的态度是决定一个目的地吸引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土耳其的调查中，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在十七项吸引力指标中位居第七，紧跟在历史悠久和远古废墟这两项指标之后。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调查中，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在十七项吸引力指标中也位居第七。

如果旅游的负面影响被忽视，会导致居民对旅游持有十分消极的态度：
对旅游促进的主管部门（旅游局/理事会）的支持减少；不愿意在旅游业工作；对旅游的口碑宣传丧失热情；居民对旅游者表示敌意，以多收费、态度粗野和对游客旅游度假经历漠不关心等方式表现出来；由于社区反对而延误了旅游开发建设。

居民对旅游所持有的消极态度尤其是居民对旅游者的敌视态度会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景区的评价，进而直接影响到景区游览的人数，从而影响到景区的生存与发展。当痛定思痛的景区开始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时，就会要求开发商在对景区进行规划时，考虑到旅游的发展对当地社区造成的影响，从而事先采取各种措施以使旅游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最小化。景区不仅会对开发商提出要求，还会对当地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或减少旅游的负面社会影响。而当地居民也会为了自身利益对开发商及政府施压，以影响其开发行为及相关政策的制定。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作为旅游社会影响的直接感受者会返过来影响当地旅游的发展。因此，应该从社区的角度来研究旅游的社会影响，因为一个依赖旅游的社区要想持续地发展下去，居民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如果旅游带给当地社会的影响弊大于利，旅游的发展就会失去“群众基础”。试想，如果旅游者在一个“旅游圣地”备受冷落，他还会向其他亲友大力推荐甚至是“故地重游”吗？因此，在做旅游规划时，必须将旅游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本节就重点分析影响居民态度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既而可以相应地找出一些对策。

二、居民对旅游的态度的“生命周期”

就整体而言，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在旅游相当发达阶段、旅游开发阶段乃至开发之前等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巴特勒等学者就是从动态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居民对旅游所持态度的演变过程，从而总结出每一阶段居民对旅游所持的总体态度。

多克西（1976）根据自己在巴巴多斯（Barbados）和尼亚加拉湖区（Niagara-on-the-lake）的案例调查，最早提出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居民的态度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兴高采烈（euphoria）、冷淡（apathy）、恼怒（annoyance）以及对抗（antagonism）。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排外（xenophobia）阶段。图3-2为这五个阶段的简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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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旅游发展的五个阶段（多克西）

资料来源：Kerry Godfrey , Jackie Clarke.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Handbook. Contiuum, 2000

与多克西不同，Allen、Hafter、Long 和Perdue则将根据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划分了以下四个阶段：①旅游不发达，经济不发达；②旅游不发达，经济发达；③旅游发达，经济不发达；④旅游发达，经济发达。随后分别研究在不同阶段下居民的不同态度。研究表明，在旅游和经济均不发达的地区，居民期望值很高，对未来旅游的发展充满期待；在经济发达而旅游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当地的经济稳定，因此，居民认为没有必要发展旅游业；而在旅游发达，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居民对旅游最感到失望，因为旅游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经济效益；与之相反的是，在旅游发达且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人们看到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切实益处，人们对旅游发展是持支持态度的。

表3-1列出了Allen、Hafter、Long和Perdue根据旅游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划分的居民态度的“生命周期”。

表3-1  居民对旅游态度的“生命周期”

	　　　　　        经济发展状况

旅游发展状况
	不  发  达
	发    达

	不发达
	居民期望值高
	居民认为没有必要发展旅游

	发达
	居民对旅游很失望
	居民支持旅游


资料来源：根据Allen L R, H R Hafer, P T Long, R R Perdue. Rural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 Recre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3, 31 (4)整理。

目前，人们对以多克西为代表的居民态度阶段理论尚存在争议。也就是说人们并不都认为随着旅游的深入发展，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一定会经历从兴高采烈到排外这五个阶段。一些学者进行的案例研究不支持多克西的发展阶段理论。而Allen、Hafter、Long和Perdue根据旅游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划分的不同阶段，从而总结出的居民态度的“生命周期”，则已经被许多旅游地区的发展所证明。比如，Jerry D. Johnson、David J. Snepenger和Sevgin Akis
对美国爱达荷州Shoshone县居民在不同阶段对旅游态度转变的研究就对这种“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证实。

Shoshone县以银谷而著称，曾几何时，该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银产地。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银矿石都出自于这个仅有14英里长的山谷。而这个地区自1883年发现银矿以来就完全依靠采掘业。与采掘业相联的是木料业，采矿需要大量的木料，建造房屋需要大量的木料，不仅如此，还将木料销往华盛顿州以及美国西部，这样，当地的木料业也相当发达，并成为一大经济支柱。然而，1981年金属价格跌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当地的大矿都被迫关闭，与采掘业相联的木料业也随之迅速衰落。1970年到1980年之间，采掘业和木料业雇用的员工由2 712名下降至1 494名，下降幅度高达44%；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不到5年的时间，Shoshone县也由爱达荷州最富裕的县变成了最贫困的县。1980年到1988年间，该县的人口减少了27%。

1986年，该地区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依靠旅游发展经济。该县欲筹集两千万美元建造一个全年运营的滑雪场。其中预计爱达荷州经济发展委员会财政拨款三百万美元，联邦城市发展委员会财政拨款二百五十万美元，向居民发行债券筹集二百五十万美元。为此Kellogg市举行了全民公决，以决定是否发行债券。结果表明，该决议以94%的支持率通过。但是由于爱达荷州的财政拨款以及联邦财政拨款均未兑现，这项计划暂时搁浅。不过，当地的领导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寻找资金来源，终于在1989年与瑞士的一家公司达成协议，由该公司出资项目所需资金的51%，联邦财政拨款六百四十万美元（占资金的44%），其余的5%则由kellogg市负责筹集。于是1989年9月，当地为每年征集10万美元税金，连续征集20年的议案进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是以82%的支持率通过。这样，该旅游项目于1990年末建成，开张营业。Jerry D. Johnson、David J. Snepenger和Sevgin Akis于1991年设计了问卷以调查当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调查结果表明只有28%的被调查者认为旅游业带来的好处大于当地为此付出的代价。图3-3显示了银谷居民在不同时期对待旅游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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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银谷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资料来源：Jerry D Johnson, David J Snepenger , Sevgin Akis.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4, 21(3)
银谷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转变，与Allen等提出的居民态度的生命周期是相符的。在银谷旅游和经济都不发达的情形下，当地居民非常支持旅游的发展（1986年的94%的支持率和1989年的82%的支持率），对此满怀希望。而在1990年滑雪场开业后，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地的旅游发达，而经济并没因此发达起来，仍处于不发达状况，居民对旅游感到失望，因为旅游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经济效益。因此，1991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地居民对旅游只有28%的支持率。

三、影响居民对旅游态度的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是与旅游、经济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的。因此，要使居民对旅游持有积极的态度就要使当地旅游发展的同时，使目的地的经济从中受益，使人们看到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切实益处，从而支持旅游发展。

除了当地经济是否从旅游中受益这一因素直接影响居民对旅游的态度，还有其他因素也影响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Samuel V. Lankford 和Dennis R. Howard（1994）设计了一种科学地评估居民对旅游态度的量表。
在决定量表中所包含的变量时，他们参阅了大量的文献，对文献中所提及的影响居民对旅游态度的变量在美国的哥伦比亚河谷地区（Columbia River Gorge region）进行了测试。经过多元回归分析，有以下七个独立变量通过了测试，即有七个因素影响居民对旅游的态度.

（一）对当地户外休闲活动的影响

当居民觉得他们不得不与游客争夺当地的休闲资源和设施时，他们对游客就会有敌对情绪。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闻名遐迩，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到那里观光游览。这些观光游客的到访对当地居民在黄金海岸的休闲度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地人不得不另寻他处，以避开吵闹的人群。
（二）做旅游决策时，居民的参与程度

居民所感知的其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控制力，对居民的态度有很大的影响力。这里以澳大利亚的两个土著地区旅游发展为例，来说明居民的参与程度对居民态度的影响。

1989年，在南澳大利亚州发生了当地人对旅游的抵制运动，这种抵制一直延续至今。一家私营公司（比纳隆有限公司）最初计划在墨里河入海口附近投资640万澳元横跨高尔瓦海峡修建一座连接鹿泽岛和大陆的大桥。1991年，南澳大利亚州府同意参与此项目，并取得了西派克银行的大力支持。但这引发了土著人人权、环境保护和教会群体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会使本地区特别是当地土著人的著名的精神价值受到巨大伤害。尤其是高尔瓦海峡起到保护女人们的先祖神灵的作用，这座桥被指控会冒犯这块圣址。作为抗议，1994年4月，最高全国土著人组织以撤出西派克银行10亿澳元投资相威胁。当地人之所以会对旅游开发持有十分强烈的反对态度，主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和开发商未能完全深入地与当地土著社团谈判。

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 National Park）作为第一个土著人在长期管理和日常管理中均有发言权的国家公园，则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居民对旅游决策的参与程度对居民态度的影响。卡卡杜土著土地信托公司由100个传统所有者和200个对土地有历史关系的土著组成，其作为土地所有者与澳大利亚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局的代表机构北方土地委员会进行了长期的谈判。谈判协议确保传统的所有者能密切地参与公园的规划和管理，并在任何阶段和任何事关该区域土著居民福利的问题上都会充分地与之协商。在宣布设立公园前，只有20个土著家庭在这个保留地中生活。公园的建设引发大批土著返回故园。与此同时，游客人数也呈现显著的增长。许多游客不知如何正确对待土著人及其文化遗产：挑逗鳄鱼、侵入墓区圣址。因此，“来访者”被土著人看做是坏消息。然而，尽管对旅游者如此反感，土著人对旅游者的冒犯之举并没有公开地表现出更多的敌意。由于认识到旅游可能带来的好处，土著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三）与游客接触的程度

游客与居民接触的程度越深、频次越多，双方就越容易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当一位当地居民对游客有了一个具体的印象，而不是泛泛的印象时，他就不容易对游客产生仇视心理。因此，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可替代性旅游或生态旅游一般不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敌对情绪。

（四）对当地主要经济的了解程度

对旅游业和当地经济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如果居民对当地经济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就会更加支持旅游的发展。因此，他们知道旅游的发展会大大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五）居民居住的年限

居民的居住年限越长，其对游客及旅游业就越持有否定的态度。不过，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常常被其他更重要的变量减弱，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对旅游的依赖程度很高，而他们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影响力，那么当地居民，甚至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发展旅游的忧虑和担心就会减弱。

（六）对旅游的依赖程度

居民对旅游的依赖程度越高，他们对旅游就越持有支持的态度。Lankford 和Howard设计的模型证明，对旅游持赞成意见的人，最有可能是旅游从业者。Pizam也指出，旅游从业人员对旅游者的欢迎程度比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要高。
（七）社区发展的速度

这也是一个涉及当地居民从旅游中受益的因素。如果社区随着旅游的发展而发展，当地居民就会持有积极的态度。

第四节  旅游景区开发的社会影响调控

旅游既不是毒药也不是万能药。通过前文对旅游景区开发的社会影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旅游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也起到了诸如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有益作用。因此，不能因噎废食，不发展旅游，而是需要在利弊之间寻求平衡点，以趋利避害，达到最好的效果。

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周密、兼顾各方利益的规划来避免或降低旅游的负面社会影响。有效地控制旅游区开发的社会影响，最常用的办法是分阶段开发以及让社区居民参与开发决策。采用阶段性开发，当地居民有充足的时间来理解、适应、参与旅游开发活动，政府亦能很好地规划、组织与控制开发过程。让社区居民参与开发决策，则更能在开发规划中反映居民的意愿，使居民了解他们将得到什么，将失去什么，这样居民更容易支持开发活动。
具体而言，在旅游规划中，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承载力

一提到旅游承载力，人们首先会想到从自然、环境和社会承载力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所能接纳的最佳游客数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共识，现在的规划中往往都会对此有所体现。然而，一个区域的居民希望吸引什么类型的旅游者这个问题，也就是吸引什么样的旅游者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其实，这也是一个涉及旅游承载力的问题。因为旅游者的类型决定了其对接待地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科恩（Cohen）根据旅游者所追求的陌生和新奇体验程度将旅游者划分为四类：有组织的大众旅游者（the organized mass tourist ）；散客（the individual mass tourist）；探险家（the explorer）；流浪者（the drifter）。

有组织的大众旅游者最不具有冒险精神，在旅游活动中只局限在自己本土文化的“透明罩”（environmental bubble）中。散客对自己的行程安排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其所有的主要安排都是通过旅行社来制定的。这种旅游者依然在“透明罩”的保护下完成旅游。探险家独自安排自己的行程，他尽量远离人们常去的地方，但是他要求有舒适的住宿条件和可靠的交通工具。他尝试与当地居民进行接触沟通，他敢于步出“透明罩”的保护，不过当情况不妙时，他还会寻求“透明罩”的保护；流浪者是最具冒险精神的人。他完全自己做主。他会避开任何旅游服务设施，而与当地居民吃住在一起。

在前面提到Samuel V. Lankford 和Dennis R. Howard经过科学分析找出了七个影响居民对旅游态度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游客与居民接触的程度。双方接触的程度越深、频次越多，双方就越容易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反之，则关系紧张，甚至相互敌对。因此，从以上对四种游客的描述可以看出，局限在自己本土文化的大众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要远远大于探险家和流浪者所造成的影响。

史密斯（Smith）也尝试按照对旅游者进行分类，按照不同的类型来分析其对目的地的影响。
史密斯认为，由于数量有限，探险家和上层游客往往对当地文化不产生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很少需要旅馆和其他服务。非常规游客和特殊游客则通常与当地人共用路边小店或旅馆，利用当地交通设施出行。他们的开销使当地人收入增加，因此很受欢迎。而包机游客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最大，不怎么受到欢迎。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了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影响与旅游者数量密切相关，另一个方面也验证了非常规游客和常规游客这两种类型的游客带给目的地社会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与非常规游客相比，常规游客给当地居民的文化带来更大的冲击，即大众旅游者对目的地的社会影响最大。

因此，景区、景点在发展旅游时如果不对大众旅游有所规范或控制的话，就会毁掉当地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区要考虑大力发展可替代性旅游。

二、犯罪的预防

犯罪对旅游的发展有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不能降低犯罪率，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挑战。目的地空间环境的格局、布局形态、相互作用都可以对目的地犯罪发生影响。因此，预防旅游犯罪首先是旅游规划师的责任。旅游规划师可以通过对空间环境的再造，来预防旅游犯罪。具体来说就是必须考虑到旅游者和旅游活动中的三个盲区：心理盲区、时间盲区和空间盲区。

当然，各级政府也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少犯罪。如泰国就在1982年建立了旅游警察部队，这种做法有利于保护游客的权益，同时，还可为游客创造一个舒心的旅游环境。

此外，目的地形象的宣传对犯罪的减少也将起到很大的作用。泰国以前是以提供色情服务来招徕世界各地的游客，而如今泰国努力树立一个适合全家度假的旅游地形象。这种形象的改变无疑会改变到访游客的类型，从而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

三、文化的保护

针对发展旅游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当地社区可以采取各种方法以使旅游最低限度地对当地文化造成负面影响。本文着重介绍两种方法：

其一，可以在目的地建立起前台区（frontstage）和后台区（backstage）。前台区是给大批的旅游者展示商业化的艺术展品和表演的区域，而后台区则是为当地居民生活所专门划定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当地社区开展“真实的生活”，使文化保留其“真实性”。只要游客与当地居民都遵守这种区分，原则上当地社区可以实现从旅游中获得收入以及保护当地生活方式的双重目标。前台区和后台区的区分可以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在两个区域之间有明显的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是一大块幕布，也可以是一堵墙，还可以是写有“不得进入”的标志牌。

其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吸引旅游者，又希望本地区的文化表现形式不被贬低，就必须设计和发展一些途径，使得游客可以接触到这些艺术表现形式。一个有用的概念是：“体验生活旅游”（life-seeing tourism）， 这种旅游项目会安排游客夜间拜访当地居民，或者安排对当地生活有兴趣的游客在“老乡”家住几天。这种接触有助于建立起游客对目的地文化的欣赏，同时，游客对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兴趣会让居民有一种自豪感，从而更加自觉地保护当地的文化。此外，这种接触还会改善主客之间的关系。游客与居民接触的程度越深、频次越多，双方就越容易建立一种友善的关系。

四、社区参与

旅游规划作为旅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只是考虑对目的地带来的经济利益、旅游市场需求分析、环境因素分析、社会宏观条件分析（主要是经济条件）等几个方面，对社会文化发展涉及甚少，而考虑社区因素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如前所述，当居民意识到自己能够对旅游的开发施加影响时，他们倾向于对旅游开发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前面列举的澳大利亚两个土著地区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就从正反两方面证实，当居民对旅游的开发越有影响力时，居民就越支持旅游发展。因此，对于将旅游作为经济主要收入的地区来说，要想当地的旅游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当地居民必须愿意参与到旅游发展当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与此同时，必须持续不断地评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以及所感受到的旅游对社区生活的影响。对旅游影响进行系统的分析将有助于规划的制订者、当地的决策者认识到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从而采取恰当的政策和行动，将旅游者与居民的冲突减小到最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居民的支持，使旅游持续发展     下去。

具体来说，社区参与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

1．社区参与旅游决策、管理

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决策，可以使居民在能否进行开发、如何进行开发等问题上，充分发表民意，从而保证了居民对旅游所持的积极配合态度。大卫·莫瑟指出，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旅游的社会影响强度可以减弱：

（1）旅游发展的整体目标和重点应与居民的目标和重点（包括更多的旅游工作开展之前关注急切的增长问题）相协调；

（2）对当地吸引物的促销须经居民同意；

（3）当地人或民族群体密切参与开发过程，要尊重他们的社会需要；

（4）社区广泛参与旅游活动；

（5）目的地区域采纳和改进反映当地历史、位置和地理环境的主题与活动。

因此，这就可以解释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发展旅游时，为什么没有像澳洲其他土著景点一样遭受到当地人的强烈抵制。因为它赋予土著人在长期管理和日常管理中的发言权，使当地土著人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在民族风俗得到一定保护的前提下，当地人从旅游中受益。

2．从发展旅游中受益

居民承担了旅游开发及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隐性成本，如环境、社会成本等。居民只承受发展旅游的各种代价，而不能享受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产生抵触情绪，甚至是对抗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本文前述的不同阶段下居民的不同态度也证明了如果旅游发达，而当地经济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居民对旅游就会倍感失望，因为旅游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经济效益；与之相反的是，在旅游发达且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人们看到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切实的益处，人们对旅游发展是持支持态度的。

因此，在景区开发时应考虑当地社区的发展。首先，要适当给予居民一定经济利益作为对打扰其日常生活的补偿，或让其参与旅游开发活动并参与利益分配；其次，要使目的地居民在物质方面获益的基础上，在精神上享受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好处。在制订旅游规划时，要遵循增加居民各种机会的原则。前文提到旅游对当地户外休闲活动机会的影响是决定居民对旅游态度的重要变量。当地人的娱乐、购物和舒适生活机会受到限制时，当地人就会对旅游持有否定的态度。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注意在发展旅游时，考虑居民的受益程度。如在澳大利亚，设计和修建新设施时必须尊重当地人自由出入海滨、国家公园和风景区的传统。在我国，虽然没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在开发景区时，应有一种长远的目光，充分考虑到社区的利益，从而最终保证自身的利益。

五、教育

（一）对居民进行旅游教育

如果对目的地的居民进行旅游教育，使他们获取有关旅游业更充分的信息，对旅游业有更深的了解，那么，居民将对旅游业持有更积极的态度。国际知名的旅游社会影响分析专家莫菲认为，如果社区能得到有关旅游业更充分的信息，旅游业将更受欢迎。
Brayley、Var和Sheldon在研究了旅游教育与学生对旅游所持态度之间的关系后指出，接受了旅游教育的学生与没有接受旅游教育的学生对待旅游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

因此，景区及其所在地政府应该首先对当地居民进行旅游教育，使居民对旅游有所了解。此外，除了加强对旅游知识的教育，还要为当地居民提供素质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素质，从而使当地居民意识到保护当地文化的重要性，自觉地保护当地文化。
（二）对游客进行教育

对游客进行教育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教育：其一，是在解说系统中提醒游客维护当地文化价值和传统，鼓励游客在参观、游览、购物、娱乐的时候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其二，是对游客介绍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使游客能够领会当地文化的内涵，从而真正融入到目的地的社会，从根本上避免了文化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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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



当地固有的环境完全被改变：旅游受到指责，居民敌视旅游







对抗



居民公开表达对旅游的愤怒：游客被认为是问题的根源，居民公开或隐蔽地对游客进行冒犯，规划起补救作用







恼怒



市场接近饱和：居民对旅游开始担忧，对物价上升、犯罪、粗鲁及文化准则遭受的破坏表示关注和愤怒。决策层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不是限制旅游的发展







冷淡



大量游客到访：居民与游客间的接触开始变得更加具有商业色彩，大部分的活动是进行市场营销







兴高采烈



初始发展阶段：欢迎游客及投资者，几乎没有规划或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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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客体Ⅴ：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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